
民国时期救灾组织
用人机制与荒政社会化

■ 孔祥成 刘芳

1931 年江淮大水催生了新型救灾机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于 1931 年 8 月 16 日在
上海宣告成立。 鉴于以往地方救灾行政的负责人普遍存在贪污腐化现象，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探索在传统官方与民间赈灾组织独立运营模式之外，寻求第三条道路。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作为中央临时组建的专门救济 1931 年水灾的赈务组织，一改以前的救灾模式———由赈务委员
会单纯筹募资金和赈粮，然后拨交灾区各级行政机关、由省长、县长、区长挂帅，或依靠内嵌于民
政部门的服务机关，来组织实施赈济，转而吸取了民间义赈的经验，参酌了西方应付突发事件的
管理模式，自上而下地建构了独立的组织运营体系，简而言之，在中央成立了规模庞大的专门负
责水灾救济的机构，在各地方也成立了规模巨大的运送体系和直接负责救灾事业的地方组织。

无论从组织体系、人员构成，还是从活动方式等方面来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均是一
个前所未有的新机构，彰显出“官主民办”与“官义合办”的组织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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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资本准入下的选
聘条件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择才，首重经验与学识，其次为
人品与资历。 不过，这一条件在
不同层级的赈务机构中排序不
同。 一般而言，在中高层的赈务
组织中，现代学历所代表的文化
资本凸显了重要性；而在基层赈
务组织中，经验、阅历与人脉关
系等社会资本，则无疑更有利于
地方赈务的开展。

赈务组织的结构体系， 往往
采用类科层制的组织方式。 应对
1931 年江淮大水的最高决策机
关， 即为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议行分开，执行机关下设调查、
财务、会计稽核、卫生防疫、运输、
联络灾区工作等七组。 以江苏为
例， 委员会派遣的灾区工作组，下
辖江北区赈务专员办公处和宁属
区赈务专员办事处等省区赈务派
出机构。办公处专员以下设干事长
一人，置总务、文书、会计、运输四
股。 重灾县份，可依照工作组所颁
发《查放通则》设立査放局，查放
局成为县级赈务的执行机构。 可
见，由最高委员会到工作组，再到
专员办事处、查放局，叠屋架构，
横向分工与纵向统属关系严明，
决策、执行、监督、反馈流程畅通。
为适应上述科层化办公环境的需
要，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对
赈务人员的学历与资历， 均有较
高要求。不同层次、不同种类部门
的具体要求也不同。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职
员履历强调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
受教育背景和学历， 这是一个前
提条件，科层化的管理体制与文
书运作方式对受教育程度有较
高的要求。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
员会除一人情况不明外， 余皆具
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凭， 有的则是
高校知名教授， 从学历与专业上
都能满足救灾工作的需要。 二是
任职自立，有无办赈经验，是否熟
悉政府办公程序与环境。 这些办
赈人员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大
都在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做过
中层官员， 很多直接就是银行经
理、行长或公司董事长，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和老练的操作能力。
因此，无论其学历或资历，都比较
合格， 符合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
员会“才堪专任”的用人原则。

值得指出的是，国民政府救
济水灾委员会吸收外国人担任决
策顾问或财务稽管。 1931年 9月
8 日， 国际联盟第十二届大会通
过英国代表薛西尔关于由国联卫
生部协助中国救济水灾的提议。 9
月 15日，国联卫生部长拉西曼抵
南京， 先向卫生署长刘瑞恒询问
灾区情况， 随后与蒋介石商谈灾
区整个防疫计划， 并赴汉口长江
一带实地考察。 9 月 18 日，国民
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聘拉西曼为
卫生高等顾问， 借以实施西方式
的公共卫生防治。 救灾组织人才
梯队“中西结合，唯才是用”的特
点，于此可见一斑，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民国时期救灾理念的进步。

从聘用原则上讲，国民政府
救济水灾委员会延用地方查放员
的标准或曰最大特点，就是“素具
赈务经验”。 因为办赈“不能以寻
常政务论，宜注重得人，而不拘牵
文法，是当尽量延请社会有声誉、
信用、经验之赈务人员，授以实行
赈救之重任"。 事实上、这一选才
原则得到了较好的实施。 在查放
人员的选聘上， 国民政府救济水
灾委员会以才识、经验、名望为准
则。 ”查放、急赈各县设查放局、由
专员遴聘操守坚正，心地慈祥，熟
悉赈务者一人为查放长。 每局置
查放员十余人，事务员二人，除由
专员及查放长延请担任外， 由各
该县县长遴选能耐劳苦， 乐为慈
善，干练明达，清廉公正之邑人若
干人， 开单交由查放长按名接见
酌量延请担任。 ”可见，上自查放
长，下至查放员，其选聘都有素质
和能力两方面的限制。

经过对地方人才的罗掘，国
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基本上
做到了“每一区都有以为有经验
的赈务熟手引领”的初衷，较好
地实现了其所定下的选聘标准
与原则。 从组织人才学的角度来
看，也充分体现了官方赈务组织
“官主（持）民办”的特点。

审查与监督双管齐下的约
束机制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化的规则，以
作为选才的标准。 但严格的标准
不一定总是能够很好地执行，还
必须要借助于切实有效的机制，
来保障制度的落实。 因此，选聘
人才的方法与途径，便构成标准
实施的保障机制。 为了确保赈务
职员应聘者“达标”和录用后“敬
业”，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除了借鉴征求与荐举两种传统
用人方式以外，还增设了资格审
查与民意监督两道门槛。 资格审
查主要用于防范由信誉道德的
失灵所带来的风险，而民意监督
则主要是防范赈务人员录用以
后可能会出现的失职与舞弊行
为，旨在通过多层审查与多重监
督，建立起严密的就在风险防范
机制。

首先，在对查放人员延聘的
过程中，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
会增加了资格审查环节，要求受
聘的查放员要由地方荐举并取
保于殷实商户。

其次，多重监督机制。如果仅
把好选聘的入门关， 尚不能有效
地阻止腐化现象在赈务内部运营
中产生。为此，国民政府救济水灾
委员会建立了上级督察和群众监
督的双向约束机制。 以预算、查
账、稽核等经济手段和民心、民意
测评等综合指标来衡量办赈人员
的绩效，随时接受民众举报。

总之，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
员会赈务组织用人范围之广，考

核之精，既有利于调动地方势力
参与赈灾的主动性，更有利于赈
务的推行。“举凡随查随放、营
救、收容、赈抚流亡、掩埋丛葬、
粥厂、保牲等事，概行因地制宜，
陆续举办”。 结果，最大限度地动
员和利用了当地的人力资源。 无
疑，正确的组织原则和严密的选
拔机制，发挥了应有的效用。

社会精英参与下的委员会
梯队

作为 1931年江淮大水救灾中
枢的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在“宁缺毋滥”的选聘标准和“随
时淘汰” 的录用机制的双重作用
下， 自上而下各级机构吸收了大
量的民间人士，并委以重要职位。

从高层来看，决策圈与管理
层的多位核心人物均系社会名
流。 如决定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
员会募捐方针的财务组财务委
员会的委员们，正是设立代收窗
口的银行或企业的负贵人、许多
还是当时义赈活动的代表性机
构———上海筹募会的成员。 他们
与政府内政部、财政部、实业部、
交通部等部门高官一起组成了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高层
决策和管理的领导队伍。

从中层而言，国家与社会的
融合方式更是多样化。 国民政府
救济水灾委员会不断增加人员编
制， 吸纳社会精英， 与之分权共

事。 如委员会顾问杨格曾建议聘
请南京中央大学、 金陵大学教授
凌道扬等人入会。“诸君热心灾
赈， 发愿筹款， 赈济宁属六县灾
民，井拟有进行计划”，委员会委
员长宋子文接受建议， 下令吸收
这股新鲜血液， 借助于专家学者
智囊团的作用和高校特有的文化
资本来支撑井壮大赈济事业。

在县级基层服务机构，国民
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更多地依
靠社会贤达，以成就赈务。 这主
要是由于赈务人员多以志愿服
务为原则，并不领取薪酬。 如江
北区赈务专员成静生在致委员
会灾区工作组主任朱庆澜的电
文中说：“唯经费在赈款内开支
未免有碍义赈成规，静生亦万万
不忍为此， 近五年所办义赈，均
属另筹。 倘今日为官赈筹募经
费，事实上又必办不到，仍恳主
持迅请政府专拨办赈经费，分配
各省支用。 至专员、各查放长、所
长自当全尽义务。 ”至于“本办公
处干事长、各股主任干事及各干
事仅支少数津贴， 不领月薪”。

“查放员、 事务员需否津贴由查
放长斟酌定之。 ”嗣后，他的建议
得到了采纳，朱庆澜在回电中批
复：“悉各省办赈经费已另行筹
汇，一经汇到，应即拨还，专员及
查放长、查放员全尽义务。 ”为了
节约经费，降低办赈成本、朱庆
澜在电文指示：“请多约能尽义
务、自备资斧之人为盼。 ”为此，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基层
机构，一方面从政府机关借调办
公人员， 薪水仍由原单位发放。
另一方面，急需吸纳大量的有经
济条件和社会声望的地方精英，
充实到赈灾队伍中来。

近代以来，士绅作为一个封
建阶层已趋向衰落，他们在乡村
公共建设中的作用也日渐式微。
但农村社会结构的稳固及封建
性的大量残留，使得绅士阶层消
亡速度得以延缓，“中国的乡村
精英到 20 世纪还继续存在着,
而且在乡村社会的某些实际方
面还巩固了他们的地位”。 民国
时期灾荒连年的自然-社会环
境，反倒成为乡村精英兴办义赈
传承身份的土壤。

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
通过用人制度的探索，一方面自
上而下地大量吸纳社会赈灾精
英， 引起队伍结构发生明显变
化： 行政官僚所占比重大大减
小， 而职业和技术官员比例上
升， 组织成员构成趋于合理化，
并促使救灾机构职员群体的学
历、专业、阅历、背景、威望等现
代性社会文化资本所占比重攀
升。 另一方面，借鉴了荐举、担保
等传统用人制度和合理内核，通
过审查、监督、晋升等用人环节
的缜密设计，为赈灾机构的自律
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之一新型
的救灾组织用人制度，不仅凸现
了 1931 年江淮水灾救济荒政社
会化的特点，而且使得义赈的理
念与经验在国民政府救济水灾
委员会的救灾对策与制度中得
到更多的体现。

（据《学术界》）

“

1931 年江淮大水致使 40 多万人死亡，是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自然灾害


